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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评论：同行评审文章 
医生参与过“大屠杀”对其接触雇主有何影响？ 
Mark G Kuczewski（理学博士）和 Amy Blair（医学博士） 
 

摘要 
本评论针对的案例涉及一则收容避难者和移民的私人收容中心招聘医

生工作的广告，其中考虑了为被收容者卫生保健负责的医生的伦理职

责。评论还说明了医生在面试收容所工作时应注意的要点，以及医生

可能会对如何护理被收容者提出的担忧。 
 
案例 
2019 年 7 月，美国就如何管理越过该国南部边境的越来越多的移民和避难者展开激

烈辩论，在此背景下政府发布了一则职缺通知，招聘一名医生来护理被收容的移民。

这则职缺通知由一家私营营利公司发布，该公司与政府签订了合同，在监狱和收容场

所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该职位只要求医生具有两年经验，却提供了 40 万美元年薪，

同时声明医生必须“哲学性投入该机构的目标”，并且也未提出与临床经验、培训或

认证相关的具体要求。 
 
H 医生当时 34 岁，是收容设施所在州的当地居民，距离完成全科医学住院医生实习

期还有三年。H 医生注意到，这项工作面向农村地区的初级保健医生，此类地区的生

活成本相对较低，因此提供的薪酬非常高。H 医生总体上对雇主面临的基本问题表示

同情，她渴望护理被收容的移民，并且个人赞成那些对（跨越美国南部边境且对国家

构成威胁的）无限制移民予以制止的政治主张。H 医生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但她注

意到了“哲学性投入”说法，想知道其中含义。H 医生怀疑这则职缺通知可能暗示，

对于雇主在拥挤的政府资助的私人收容中心护理移民这一做法，雇主愿意花大量金钱

说服医生克服他们可能存在的所有伦理疑虑；H 医生向您咨询是否要申请该职位，如

果她决定申请，那么该如何应对招聘流程与工作（如果应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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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本案例中，H 医生是一名缺乏经验的年轻医生，她正在考虑申请移民收容中心的工

作，并提出了一些问题，有些很简单，有些则需要判断力和辨别力。我们来探讨下，

这位医生会如何应对招聘流程并最终获得这份工作。换言之，这位医生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声称其工作合乎伦理？重要的是确定 H 医生在工作面试中应阐明的不可逾越的伦

理底线。 
 
这个案例的大前提很简单。H 医生必须始终牢记医生的工作：谨慎应对患者与健康相

关的需求。H 医生必须有理由确信她从事的工作使她能够履行作为医生的义务。谈论

政治认同、政党或“理性致力于本设施的目标”只会对是否可以履行这些义务造成不

必要的混淆。H 医生必须先理性地履行作为一名医生的义务。 
 
H 医生对工作岗位的担忧与“大屠杀”的教训有关。“纳粹医生”是个是似而非的

词。1通过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的手段和目的，这种医生不再是任何规范意义上的医

生。纳粹医生在为残疾人和其他体弱者实施可怕的 T4“安乐死”计划时，并非为了

个人利益行事，更不是为了他们重要的健康利益，也不是出于任何“表面的”伦理义

务，而是煽动打造一个考虑消灭这些社会成员的所谓优等国家。2 
 
双重忠诚？ 
在收容中心对雇主与对被收容患者需尽的义务可能相互冲突。3有些人用“双重忠
诚”一词来描述医生对患者和对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的义务。双重忠诚或矛盾忠诚可

能会使医生陷入伦理困境，例如，对患者信息保密的义务与他们保持诚实的一般义务

可能会相互冲突。这就是真正的、公认的双重忠诚。同样，医生兼研究人员对某个患

者的利益以及对其他患者有益的普遍认知具有双重忠诚。这两者都是卫生行业的合法

目的，而且有充分的记录表明，后者在纳粹医生犯下的暴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雇主可以期望任何员工（包括医生）遵循某些既定或商定的方法来处理伦理问题。在

以下确定的流程中，对雇主的忠诚可能会影响对患者的忠诚。但只要这些流程有一定

的响应性，医生雇员仍然能作为医生执业，并履行医生范围内的职责。然而，如果仅

仅为了雇主或国家的利益而惩罚某人，而非为了满足此人的医疗需求，则我们认为这

种情况下医生不会具有双重忠诚，4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双重忠诚无济

于事。 
 
护理被收容的移民类似于护理被监禁在其他环境（例如美国刑罚体系）中的患者。5

医生对刑法或患者是否有罪的看法并不重要。护理被监禁患者的医生始终有义务倡导

他们与健康有关的需求和基本人权。6医生决不能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助长对患者的忽

视或护理不足，从而代理实施惩罚，否则就违反了自己的职责和公认医学规范所定义

的目的，并将有理由受到纪律处分，包括可能被州医疗委员会吊销行医执照。 
 
践行伦理的医生就业的前提条件 
H 医生和许多医生一样，实习期只有三年，因此可能背负学生贷款债务，这使得高薪

对她很有吸引力。H 医生可能在处理被收容者的大部分医疗需求方面有充足经验，但

这份工作可能会让 H 医生执行诊断和治疗，而她的专业判断力还不足以成熟到能够单

独行动。医生通常会从资深同事的经验中受益并相互学习，因此对于任何承担这份工

作的医生而言，拥有足够的后备、转诊系统和优秀的同事很重要。例如，H 医生必须

https://journalofethics.ama-assn.org/article/rousseau-roundtable-social-contract-and-physicians-responsibility-society/2011-10
https://journalofethics.ama-assn.org/article/uncompromised-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apartheid-south-africa/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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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收容设施的医生保留在需要时将患者送院的全部权力并做出医疗决定，且此类决

定仅能由拥有医疗专业知识的其他人审查，而不应由缺乏此类专业知识的公司管理人

员审查。7H 医生应该提出要求，使其护理的患者能够获得接近合理护理标准的预防性

和急性护理。例如，美国认为流感疫苗应常规进行，而且可能是挽救生命的预防措

施。长期拒绝接受联邦政府的收容人员这一做法，是对被收容者（移民）施加的一种

“实际的”、未经裁决的惩罚，并且任何形式的惩罚都不在任何临床医生作为专业人

士的职责范围内。 
 
不协同作恶的要求 
任何在收容或监禁环境中工作的医生都必须准备好应对被收容者受到不人道待遇这一

情况。例如，否认父母在同意治疗和为其子女做决定方面的角色，将儿童与父母分开

收容在没有适当监督或卫生条件的空间，是诱发创伤和违反基本人道的做法。这种情

况极不合理，显然会给这些儿童带来痛苦和伤害。因为医生可能不会参与实施不人道

的行为，如果 H 医生接受这份工作，她是会反对这些情况，还是成为其同谋，或者会

做其他事？ 
 
医生在伦理上被禁止参与某个人的处决，8但他们可以照顾那些被判死刑的监禁病人

的健康需求。减轻此类患者的痛苦和折磨以及提高其生活质量，不应被视为参与最终

处决。需要明确的是，只要医生关心被拘留患者的健康，并且不参与或促成针对其的

不人道行为，则仅仅任职于犯下不人道行为的机构，并不一定违背医生的使命。 
 
提供医疗服务也不应成为合法授权之惩罚的内在组成部分，也不能意图实施进一步惩

罚。例如，美国医学会 (AMA) 的《医学伦理准则》规定，医生不能为了寻求维持患者

的精神能力（以使其履行死刑判决）而减轻患者的精神病发作，8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医生会有意推动惩罚。事实上，医生被要求在收容所做的事似乎很少被纳入美国医学

会准则关于处决的意见，但人们很容易想象一位医生被要求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从一

位避难者处收集 DNA。执行此类请求将直接侵犯避难者的权利，且不会满足该被收容

者与健康相关的任何需求。9申请此工作的医生必须意识到这份工作很可能会出现伦

理妥协，且需要在面试和就业过程中表现出遵守医学伦理基本原则。雇主应允许医生

拒绝从事违反其对病人义务的行为。10  
 
H 医生在工作面试中应询问的其他关键问题是：当她发现被收容者受到不人道待遇

时，她可以通过哪些行政渠道登记投诉，以及审查和决定投诉的过程是否公开透明。

由于 H 医生将任职于一家私营公司而非联邦政府，因此公共指挥链不能作为问责的来

源。5目前尚不清楚一家与政府签订了管理收容设施合同的私营公司在透明度方面能

提供什么，因此 H 医生应表示她不愿签署保密协议，并要求充分尊重其职业自主权和

言论自由。 
 
另一个考虑因素是，该公司聘用医生的“哲学性投入”要求含糊不清，这样医生只需

获得医疗行业的成员资格，即可使伦理上可疑的机构或其行为正常化，并赋予其合法

性。借用天主教伦理神学的一个旧概念“丑行”11来分析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帮助，

它被定义为通过树立榜样或建立社会机构（也许是收容所）来引导人们做恶行，从而

使人们把恶视为善。不难想象，由于有一名专职医生在场，公司或政府会从积极的角

度描述收容设施的条件。其结果是，医生必须能够通过其对恶的认识、敢于对抗的勇

气以及能对抗的能力来减轻丑行的影响。 

https://journalofethics.ama-assn.org/article/april-2018-flores-settlement-suit-challenges-unlawful-administration-psychotropic-medication/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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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探讨双重忠诚 
私人雇主可能会合理地期望医生利用商定的补救渠道来解决投诉，而非立即向媒体发

表言论。该公司规定，H 医生在担心非人道待遇或要求与合适的专家进行独立咨询

时，可以联系与卫生相关的联邦当局，这也许是 H 医生履行其对雇主和患者义务的方

法。如果这两种渠道都无助于纠正非人道情况和避免同谋造成伤害，那么除了辞职，

H 医生可能就没有其他合乎伦理的方法了。纳粹医生与恶的同谋表明，暴行可以很容

易被正常化，特别是在国家制裁范围更广的情况下。在腐败的政权中，只有最天真或

最不知情的人才会期望国家尊重问责制和透明度等道德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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